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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带头人带贫减贫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

李彬彬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080)

摘 要 为探究致富带头人的带贫减贫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基于参与式扶贫理论与涓滴理论,利用20个县市

致富带头人的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带贫减贫的机制进行了剖析,检验了个体特

征对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效果的差异。研究表明:致富带头人同时具备“农民”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具有

明显的主动“带富”特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包含了“利己性”与“利他性”的双向特征,致富带头人的教育水平和技

能水平对带动农户增收和脱贫影响显著,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的技能培训和管理培训还需进一步深化。因

此,需要培育多种形式的致富带头人,扩大乡村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范围,加强致富带头人系统化技能和管理培

训,强化物质支持和精神激励,提高身份认同,激发带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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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impact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povertyreductionmechanismand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basedonparticipatorypovertyalleviationtheoryandtrickle-downtheory,theresearchdataofrural
entrepreneurialleadersfrom20countiesandcitiesareused.thequantileregressionmethodisadoptedtoanalyzethe
mechanism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drivingfarmerstoreducepovertyandexaminethedifferenceof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ontheeffect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drivingfarmerstoreducepoverty.Theresultsshowthat:

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havethedualidentityof“farmer”and“entrepreneur”atthesametime,withaclear
initiativeto“bringwealth”characteristics.Theirimpactonfarmerincomeincludesthe“egoism”and“altruism”two-
waycharacteristics.Theeducationlevelandskilllevel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haveasignificantimpacton
drivingfarmers’incomeincreaseandpovertyalleviation,buttherearecertainlimitations.Theexistingskillstraining
andmanagementtrainingneedtobefurtherdeepened.Therefore,cultivatingvariousformsofruralentrepreneurial
leaders,expandingthescopeofruraleconomicelitesandsocialelites,andstrengtheningthesystematicskillsand
managementtraining 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arenecessarytostrengthen materialsupportand spiritual
motivation,improveidentity,stimulatethepotentialofthe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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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

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在脱贫攻坚中,
致富带头人起到了“领头雁”和“火车头”的作用,致
富带头人创业培育工程更被列为了精准扶贫的十大

工程之一。2018年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

办)会同财政部等8部委印发了《关于培育贫困村创

业致富带头人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2号),
明确了致富带头人的选择条件、选择范围、选择程序

和选择数量等,并从选好选准带头人、加大培训力

度、完善减贫带贫机制、强化激励措施等方面明确了

工作目标。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意见》强调,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扶

志扶智相结合,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发
挥奋进致富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有劳动能力的

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截至2020年6月,全国共遴

选贫困村致富带头人41.4万人,培训近32万人次,
村均培育3.2人,领办创办带贫经营主体超过21万

个,带动400余万贫困人口参与增收。
用好乡村致富带头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作为农村基层的重要内

生发展活力,致富带头人是连接社会资本与分散农

户对接的重要端口,能够发挥基层的凝聚力,完善带

贫减贫机制,把贫困群众嵌入产业链条中,持续带动

贫困户增收。我国个体的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能力

缺陷,导致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出现体制断层,市场

竞争能力非常脆弱,在与外界组织发生关系时,只能

以个人对群体的方式进行,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农

民利益极易受到伤害。要想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就

需要有乡村的能人来组织、召集,因此,在乡村发展

过程中培养农民需要的领导者、召集者至关重要。
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乡村精英流动与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作用的加强相伴而生,呈
现出一种典型的单向度流失的特征,造成了中国乡

村发展的精英人才缺乏的困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

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乡村振兴中坚主体的虚

空[1-2]。乡村致富带头人作为地方新的乡村精英代

表,能够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等优势整合乡村发

展要素,带 动 农 户 参 与 市 场 化 经 营 和 实 现 共 同

发展[3]。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究致富带头

人的内涵,剖析带动农户减贫的机制,对于提高致富

带头人联农带农效果,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

义。已有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与农户减贫的研究在乡

村经营与乡村治理、乡村经营的作用及机理等方面

有了较为可观的积累[4]。但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
对于致富带头人的概念界定不清,这也导致了无法

系统分析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机制。其次,研究

方法上看,以案例分析为主,但案例分析由于样本较

小,样本代表性存疑,同时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

题。实证分析由于受最小样本量的限制,虽然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但已有的实证

研究缺乏对致富带头人特征的细致分解。本研究拟

运用参与式扶贫理论和涓滴理论,系统分析致富带

头人的联农带农路径,使用2020年全国20个县市

的调研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验证了关键个体

特征对带贫减贫效果的影响差异,以期明晰致富带

头人的内涵与减贫路径,明确影响致富带头人减贫

的关键个体特征变量,为优化致富带头人筛选与培

训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致富带头人概念内涵

当前,对致富带头人的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

认识,由于研究历史背景的不同和地域经济水平的

差异,致富带头人的衡量标准各异,使得致富带头人

的概念定义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对致富带头人的

研究需要建立在对其内涵有清晰准确认识的基

础上。
从横向对比来看,与致富带头人相近的概念有

乡村精英、乡村能人、领头雁、乡贤乡绅等,部分学者

将其看作相同的概念,如部分学者对乡村能人的研

究中,将驻村干部、村“两委”、合作社及致富带头人

等人员均划分为乡村精英或乡村能人来进行研

究[5]。虽然上述主体在概念内涵方面与致富带头人

有相似之处,但在形成方式与个体属性上存在较大

差异。在形成方式上,乡村能人、乡村精英、乡贤乡

绅均属于地域属性的概念,主要表征在乡村这一场

域内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群体,其概念与西方语境中的“ruralelite”也即

“乡村的精英”较为相近,是指乡村的社会集团里,极
少数能力超凡、各方面出众并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

人。绝大部分的乡村精英为本土或返乡创业的人

员,表现为乡村在地化属性,随着资本下乡及外部第

一书记等融入乡村,乡村能人或乡村精英的范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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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化。但同时,对致富带头人的文献梳理发现,
“土生土长”是致富带头人的必要条件,致富带头人

与乡村精英等概念相比具有一定的口语化特征,从
而使其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精英概念。在个体属性

上,乡村精英、乡村能人等概念均符合精英概念的范

畴,也即需要包含群体意识(Groupconsciousness)、
共谋(Collusion)、凝聚力(Cohesion)三“C”要素,清
楚自己在群体成员的位置,成员之间有信息的交换,
在行动时会以群体利益为目标[6]。在开发式扶贫与

参与式扶贫共同推动下,乡村精英、乡村能人以自身

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经验,通过将贫困户纳入自己的

经营团体来带动贫困户脱贫,更多地体现出自身的

经济属性,乡绅乡贤则借助其在乡村中长期建立起

来的社会权威,通过宣传、激励、鼓舞等方式激发贫

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来带动脱贫,更多地表现出自

身的社会属性[7]。致富带头人则包含了致富和带头

人两层属性,其中,致富是一个结果表征,体现了其

自身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及经营及经验,是经

济属性的表征,而带头人则体现了一种影响力与号

召力,其来源于经济或社会关系,与改革开放初期

“先富带动后富”相一致,体现的是共同富裕的思想。
从而,致富带头人体现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不仅表现

出了其经济属性,也表现出了社会属性。
从纵向视角来看,致富带头人的概念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内涵也有所差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其
核心是围绕“带富”。从最初的乡贤乡绅开始,传统

的“乡贤乡绅”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有较大作为、
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

贤达人士。建国之后,传统的“乡贤乡绅”逐渐被村

两委成员代替,成为上传下达和实现村民自治的重

要组成。自2002年开始,共青团中央进一步明确了

致富带头人的内涵边界,致富带头人基本条件是,爱
党爱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个人信用记录良好、具
有领办村级产业项目实力和能力、有意愿履行带动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社会责任的本土人才。主要从目

前已在贫困村创业人员中选择,包括“村两委”成员、
村级后备干部、农村党员、小微企业主、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主、种养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

企业负责人;在外创办企业、务工有意愿回村创业的

本土人才。以四川省2022年评定的致富带头人为

例,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认定范围包括农业技术推广

带头人、开拓农产品市场带头人、产业融合发展带头

人、增收致富带头人等在各个农业领域起到明显示

范带动作用的人才。四川省将对评定出的农村致富

带头人给予优先给予奖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特色产业发展扶持、创业就业扶持、农村电商扶持、
基础要素保障扶持、创业能力培训扶持多种扶持,以
及1万元发展资金奖励。

综合来看,致富带头人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主体,
具有“致富”和“带头人”属性的群体贯穿了中国乡村

发展的整个历程,以“领头雁”的角色引领农民致富

和乡村创业,对乡村脱贫与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新时代的致富带头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

村能人与乡村精英概念,其身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特征:首先,致富带头人同时具备“农民”和“企业家”
的双重身份,以农民企业家或乡村创业者的身份参

与乡村发展中,因此,其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为广

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乡村产业,也包含了电商销

售、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其次,致富带头人具有

明显的主动“带富”特征,使其有别于一般的乡村技

术能人或乡村精英通过非主观的外部性来表现出带

富特征,体现的是一种主动性,通过主动将农户纳入

自身经济活动或激发农户内生积极性来带动农户脱

贫致富,是“内源式扶贫”的重要动力。

1.2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机理

参与式扶贫理论与涓滴理论为理解致富带头人

带动农户减贫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阿玛蒂亚·
森将贫困视为“权利失效”的结果,“参与式扶贫”是
对社会弱势群体赋权,使社会各种角色在发展进程

中平等参与,最终共同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

种发展观。参与式扶贫理论核心为赋权理论、发展

干预理论、分权和治理理论、弱势群体导向,可以缓

解农民权利和自由受到剥夺的窘境[8]。但参与式扶

贫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精英俘获的现象,正如帕累

托对精英的定义一样,是在一面或多个方面具有特

殊优势的社会成员,其产生有着特殊的“内生机制和

外力驱使”[4],在参与式扶贫过程中,由于政府会通

过赋权的方式将资金和项目下沉到乡村,精英通过

对发展资金、项目信息以及发言权的控制,使得资金

与项目偏离了既定目标,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

获行为造成了贫困农户虽然被纳入合作社或乡村精

英的经济体系内,但贫困户仍以“他者”的身份参与

其中,无法真正调动村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因此,
在参与式扶贫过程中,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增

收的过程,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或所在利益集团利益

最大化为出发点的行为,符合理性人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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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理论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角度解释了致富

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方式,探究了市场在带动脱

贫方面的作用机制,其核心观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通过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带动贫困阶层群体实现

脱贫致富,体现出“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但涓滴

理论对贫困户自上而下的福利渗透或惠及,同时意

味着农户只能从间接的增长中获益,并不能实现超

越其他群体的收入增长。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
在政府的资金和项目的大力支持下,涓滴效应更多

体现为“益贫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涓滴效

应”的弱化。
致富带头人在开发式扶贫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

作用。我国扶贫的历程经历了兜底式扶贫到开发式

扶贫,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重大转变。开发

式扶贫中,虽然较为贫穷的普通村民迫切获得经济

增长,但政府难以直接激活这部分群体,必需让更易

承接项目的精英群体作为中介,通过“政府—精英—
普通村民”链条推动开发式扶贫惠及普通村民群体。
开发式扶贫项目下乡无法绕过精英,精准扶贫需要

优质的精英,需要完善的乡贤治理[8]。随着扶贫资

源不断流向农村,兜底式扶贫可依据贫富差距排序

转移福利至贫困群体,但开发式扶贫中政府则难以

直接激活贫穷家庭的生计意愿,须由有能力的乡村

能人作中介,形成“政府—能人—贫困户”链条,使项

目发挥造血效益,进而惠及贫困户。
致富带头人对农户减贫的影响包含了“利己性”

与“利他性”的双向特征。其中,“利己性”表现为以

“精英俘获”为特征的资源垄断与农户挤出。致富带

头人作为理性的企业家,具有“逐利性”的特征,通过

自主经营和“精英俘获”等方式完成生产积累,通过

经济或社会层面的“精英俘获”能够获取更多的资

源,体制性精英、社会精英以及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

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

公共利益空间[9-12]“精英俘获”导致财政扶贫项目的

目标偏离[13],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小农

户和贫困农户被挤出。致富带头人的“利他性”特
征,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为了获取更多扶贫项目或

获取相关奖励而主动将贫困农户纳入自身经营体系

的主动式利他,致富带头人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

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

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

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从而保障贫困农

户的收益[14-15]。即使在生产积累较弱的情况下,致

富带头人仍然能够选择扶贫项目,将贫困户纳入到

产业项目内[16]。二是出于乡土情结产生的影响,致
富带头人多出生于本地,对乡村较为熟悉,其父辈较

多生活在乡村内部,在现代发展理念和质朴的乡土

情结的推动下,带动农户创业减贫。三是通过涓滴

效应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表现为非主动性的利他,致
富带头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其他农户具有一

定的经济辐射,表征为中介效应、示范效应和知识孵

化效应。
在主动性利他上,一方面,致富带头人具有朴素

的利他主义与公益主义的精神,其经济上的成功使

其具有更高的利他意愿,这种意愿与致富带头人的

身份无直接关联,来源于个人既定的主观偏好;另一

方面,致富带头人需要通过成立合作社、雇佣和土地

入股等方式,将农户纳入自身的经营体系内,其联农

带农通过三条路径实现。首先,致富带头人实现了

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发挥了连接市场的中

介作用。通过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把分散的农户组

织起来,形成规模效益,降低了生产销售成本,拓宽

了产品销售空间,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避免

了分散农户之间的无序竞争,提高了农户的议价能

力[17-18];其次,致富带头人扮演着村庄发展推动者、
村内矛盾调节者、村落话语塑造者的三重角色,可以

通过资源注入、信息传达、制度约束、礼俗规范、榜样

与示范的形式,整合成员个体理性的过程中,推动村

庄资源整合[19]。致富带头人作为乡村政策、技术和

资金的代表,在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新信息和

扶持资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示范引导,
以“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业”的形式,
推动了新技术的传播和从业结构的调整优化[20]。
最后,致富带头人发挥了知识孵化作用,通过“传、
帮、带”等形式实现了知识(农业生产技术、销售等)
孵化,逐渐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型农民[21],从而提高了贫困农户的知识技能,这些

新孵化成的新型农民有机会进一步转化为新的致富

带头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

减贫增收的路径如图1。

1.3 个体特征对致富带头人减贫效果的影响机理

由前述分析可知,致富带头人具备农民和企业

家的双重身份,以农民企业家或乡村创业者的身份

参与乡村发展中,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其意

愿、行为和效果都会受到主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

响。在乡村情境内,致富带头人与普通农户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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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路径

Fig.1 Path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todrivefarmerstoreducepoverty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行动逻辑分析的主体,主
体的行动动机导向其行动过程并通过行动过程达成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结果。本研究在姜晓萍等[22]利

益相关者行动逻辑“动机—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

基础上,与梅继霞等[23]在心理学分析中的个体—情

境互动理论相结合,构建如图2所示的理论框架。

图2 致富带头人参与乡村减贫的理论模型

Fig.2 Theoreticalmodel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participatinginruralpovertyreduction

  致富带头人的带动脱贫过程,是政治势能与行

为特质“双轮驱动”、自身禀赋与激励机制“双重保

障”以及场域环境与带动效应“双向加持”的结果[7]。
影响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增收的因素包含了外

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主要为外部性的

激励与场域环境等,外部激励主要为引导性,包含政

策的宣传与吸引、精神支持等,场域环境是致富带头

人所处的乡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外部

性的激励与场域环境的地区差异较小。内部因素主

要包含致富带头人自身禀赋和行为特质,致富带头

人的主体认知和能力素质等因素会影响致富带头人

联农带农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致富带头人的个体特

征将是左右致富带头人减贫的重要调节变量。

不同禀赋与行为特质的致富带头人的内在动机

和行动存在显著差异,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影响减贫

效果的关键个体特征主要有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

质、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

角色和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4个方面,这些变

量均通过影响其经济参与和体制参与,进而影响到

作用路径,从而影响到减贫效果。

1.3.1 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

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包括教育文化程度和乡

村产业技能两个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教育文化

程度高的个体具有更快的学习能力和更高的生产管

理技能,也能够更快完成乡村社会的原始积累,提高

乡村产业的产业化水平,成为个体农户与市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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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中介。乡村产业技能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在

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示范带动和知识孵化作用更

能够显现。

1.3.2 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

致富带头人所从事的行业直接影响到减贫过程

中的中介作用。贫困村一般受限于区位因素等客观

自然因素,与市场距离较远,面临着供需瓶颈制约。
传统的农业种养殖行业以及农产品销售行业由于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供需之间的沟通成本和运输成本问

题,因此对贫困乡村的产业发展影响较小。在市场

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从事传统行业的致富带头人的

产业规模和市场中介作用较小,减贫带贫的能力有

限。电子商务破了乡村原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界

限,实现了贫困地区外部资源的注入与产业供需关

系的重塑,在整合乡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同时,实现

了乡村的产业集群与协同,能够使更多缺乏生产资

料和销售渠道的贫困农户参与到企业生产运营

中[24-25]。

1.3.3 致富带头人在村庄内的角色

由前述致富带头人的分析可知,致富带头人作

为土生土长的乡村创业者和农民企业家,具有企业

家和农民的双重属性,也即不仅表现出了其经济属

性,也表现出了社会属性。其自身应当具备一定的

经济能力及经营及经验,是经济属性的表征,而带头

人则体现了一种影响力与号召力,其来源于经济或

社会关系。同时,按照韦伯收入、权力与声望“三位

一体”的分层理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有

物质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报酬[24]。从而,乡村致富

带头人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别:掌握村庄主要权力

的政治精英、以“能人”“富人”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占
据资源和信息优势的社会精英。其中,乡村政治精

英也即体制精英,是指在村庄具有正式权力的村“两
委”干部成员。这种精英作为乡村治理的直接代理

人,是连接农户与政府的关键,在“保护型”和“营利

型”国家经济人的角色上自如变换。随着乡村的发

展,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或“能
人”带动效应[26-27]。经济精英主要指乡村企业家、精
英大户等经济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该群体大多

是有头脑、有能力的“能人”或者是有资源、有关系的

“富人”,利用自身的技术、社会资源和原始资本积

累,借助于互联网等新技术提升自身的财富积累,并
带动周边农户脱贫致富,同时,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

升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降低贫困农户的农业生产

成本[28]。社会精英是在乡村或社区具有较高名望

的人,包含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

3种类型的致富带头人的行为特征及资源获取

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联农带农作用存在一定的差

异。乡村致富带头人中的政治精英具有更高的利他

性特征,是连接政府政策与普通农户的关键。十九

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

挑”这一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其目的在于确保村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坚

强的组织保证[29]。且与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不同,
政治精英治村更高的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乡村

精英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

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带动农户脱贫的能力。因

此,以党员群体为主的政治精英的联农带农意愿和

效果也将更为明显。

1.3.4 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

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是影响其经济参与和

体制参与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教育、升学、就
业”等制度化途径所实现的劳动力流动也在客观上

造成了乡村精英群体的萎缩,乡村精英面临着代际

更替的困境。在传统的乡村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发
挥关键作用的精英群体是乡村内生的。本地的致富

带头人因其生长于乡村,且立足乡村经济获得精英

地位,在精准了解贫困群体需求,精准选择和培育产

业方面更具比较优势,乡村精英通过精准选择产业,
敏锐把握新经济模式,在获得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
也在带动贫困户发展方面有较好的表现[20]。乡村

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受到制度结构、经济理性、文化规

训、技术变迁、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乡村精

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既要注重从乡村社区内

部甄选,也要注重引入原本乡村社区走出去的人

才[30]。畅通“在场”和“不在场”的乡村精英存在一

定的必要性,但“不在场”的乡村精英难以参与乡村

治理过程,由于与乡村生产和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

距离,其非本地化的属性特征表现为一种外部资本

导入特征,与本地的融入性不高,进而会影响到减贫

效果。

2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20年的调研数

据整理,为了保障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经过前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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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贫困村以及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数量的分

析,选择贫困村数量及致富带头人数量均较多的安

徽、河南、云南、广西、陕西、甘肃、江苏7个省份作为

调研省份。在这7省份中选取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数量较多的云南澜沧、寻甸、勐腊、景洪和思茅,广
西临桂、恭城、阳朔、灌阳和隆安,新蔡、平舆、固始、
新县、泾县、绩溪、铜川、麦积、甘谷、南京20个县市

作为调研区县。在选定的20个县市内,对突出的创

业致富带头人、创业致富带头人导师,以及县(区)级
政府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本研究中所有

问卷采用自填式问卷,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后回收。
经过课题组回收,在剔除无效和部分变量缺失

的样本后,共回收得到有效问卷172份。其中,安徽

11份,河南21份,云南61份,广西39份,陕西19
份,甘肃20份,江苏1份。

2.2 模型设定

2.2.1 基础模型

为了评估致富带头人个体特征对减贫效果的影

响,本研究首先构建了如下的线性模型:

POVi =α0+α1EDUi+α2TECi+α3ECOi+

α4PARi+α5SCOi+∑
n

j=1ηizj+ε (1)

式中:因变量POVi 为第i个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

减贫的效果,本研究主要是农户收入和脱贫比例,

EDUi 为第i个致富带头人的教育文化程度,TECi

为第i个致富带头人的技能水平,ECOi 为第i个致

富带头人从事电商或互联网营销情况,PARi 为第i
个致富带头人的党员身份情况,SCOi 为第i个致富

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zj 为控制变量,α0、α1、α2、α3、
α4、α5 和ηi 为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2.2.2 分位数回归模型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影响并不是线性

的,我国精准扶贫措施减贫效应在整体层面上出现

了“边际钝化”现象,也即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减贫存

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文献验

证[31-32]。为了验证这种非线性关系,本研究使用

Koenker等[33]于1978年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
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刻画在不同分位水平下,因变

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变化趋势,能够解释在不同因变

量分位点处自变量的影响差异。构建出如下的分位

数回归模型:

β(τ)=min
β(τ)∑

4

i=1ρτ(POVi-β0(τ)+β1(τ)xi)

(2)

式中:xi 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EDUi、TECi、

ECOi、PARi 和SCOi 与前述的基础模型选择变量相

一致;τ为分位数水平,0<τ<1;β(τ)为在第τ分

位点处的系数,通过最小化绝对离差(LAD)来实

现的。

2.3 变量选择

2.3.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衡量农户减贫和增收的关键变

量,使用贫困户收入增加量和脱贫比例两个指标衡

量致富带头人的减贫效果。

2.3.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影响致富带头人减贫效果的个

体特征变量,包含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致富带头

人从事的行业、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致富带

头人的本地化程度4个部分。
其中,个人素质选取教育文化程度和是否有技

能两个变量表征;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使用0~1
变量表征,与其他行业相比,农村电子商务在促进乡

村经济振兴的同时客观上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与发

展创造了条件,起到了形塑与重构乡村共同体的作

用[34],基于此,本研究设定当从事的是电子商务行

业时为1,否则为0;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使

用是否为政治精英使用政治面貌衡量,当为党员时

等于1,否则为0;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使用

0~1变量表征,当在村内时为1,否则为0。

2.3.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选取个人基本情况、企业

运营情况和与农户的利益联结3个方面的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其中,其他个人基本情况包含性别和年

龄两个变量;企业运营情况采用企业资金来源、企业

利润情况、企业申请贷款情况表示;与农户的利益联

结使用与农户签订合同的期限表示。各变量的定义

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效果分析

在分析致富带头人的减贫效果时,由于使用的

是截面数据,因此无法使用纵向对比或回归来表征

减贫效果,为了更为直观展示减贫和增收效果,利用

前述变量赋值,使用箱线图表征其减贫的实际效果

特征。由表1可知,带动农户增收的均值为3.35,
也即每月收入增加超过1000元,图3的箱线图可

以看出,绝大部分省份农户增收的额度区间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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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Table1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类别  
Variableclas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定义

Variable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收入

Income

受访者带动就业的贫困户人员平均每月增加的收入/元

<200=1;≥200~500元=2;≥500~1000元=3;

≥1000~2000元=4;≥2000=5

3.35 1.30

脱贫比例

Proportionof

povertyalleviation

受访者带动的贫困人员最后达到脱贫标准的占比/%
<20%=1,≥20%~50%=2,≥50%~80%=3,

≥80%~100%=4;100%=5

3.71 1.41

教育水平

Educationlevel

受访者教育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半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或中

专=12;大专或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8

11.39 3.47

技能水平Skilllevel 受访者是否有技能 有技术=1;没有=0 0.28 0.45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电商从业

E-commerceprofession

受访者是否从事电商或互联网营销

从事=1;不从事=0
0.12 0.32

党员身份

Partymembership

受访者是否为党员 党员=1;非党员=0 0.54 0.50

本地化程度

Degreeoflocalization

受访者本地化程度 村内=1;非村内=0 0.22 0.41

个人基本情况

Personalprofile

年龄 Age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41.41 9.06

性别 Gender 男性=1;女性=0 0.88 0.33

个人资金

Personalfunds

创业资金是否来源于个人 是=1;否=0 0.65 0.48

亲戚借款

Relativeloan

创业资金是否来源于亲戚朋友 是=1;否=0 0.22 0.41

银行贷款Bankloan 创业最近是否来源于银行贷款 是=1;否=0 0.61 0.49

企业运营情况

Enterprise
operation

合作入股

Cooperativeinvestment

创业资金是否来源于合作伙伴入股 是=1;否=0 0.31 0.46

企业利润情况

Corporateprofit
situation

创办的企业(或者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年利润/元

<20万=1;≥20万~50万=2;≥50万~100万=3;

≥100万~200万=4;≥200万~500万=5;

≥500万~1000万=6;≥1000万=7)

2.23 1.60

企业申请贷款情况

Enterprisesapplyfor
loans

受访者享受到小额信贷等金融扶贫支持资金额度/元

<5万=1;≥5万~10万=2;≥10~20万=3;

≥20万=4

1.48 1.52

与农户的利益联结

Connectwiththe
interestsoffarmers

合同期限

Contractperiod

受访者与贫困就业人员签定合同的期限

半年以内=1;≥半年~1年=1;≥1~2年=2;

≥2~3年=3;3年及以上=4

1.2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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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区间(200~500元)和第四区间(1000~2000
元)之间,这一增收额度与李群峰等[3]案例分析中的

年度增收20000多元基本一致。此外,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31元,月均约1428元,样本月均增收数值与其

相差不大。由表1可知,带动的贫困人口脱贫比例均

值为3.71,也即带动农户脱贫比例高于80%,图3的

箱线图可知,绝大部分省份带动的贫困人口脱贫比例

主要处于第三区间(50%~80%)和第五区间(100%)之
间。综合来看,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脱贫的效果明显。

图3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增收额度与脱贫比例箱线图

Fig.3 Box-plotoftheproportionoffarmers’incomeincreaseand

povertyalleviationdrivenby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

3.2 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贫影响分析

为探究致富带头人个体特征对农户减贫效果的

影响,本研究使用课题组2020年致富带头人的调研

数据,将各主要的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纳入模型分析中,利用Stata14.0软件,采用线性回

归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结果中并不

显示控制变量结果,模型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表2的分析结果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对农户收

入的影响可以看出,主要解释变量并不显著,对脱贫

比例的影响来看,仅有技能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且系数为正。对不显著部分的系数分析发

现,除技能水平和党员身份的系数一致外,教育水

平、电商从业与本地化程度对收入和脱贫比例的影

响系数均相反,这与常规理解的增收与脱贫比例相

同步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也表明了线性回归存在过

程的失真。

3.2 不同分位数下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

贫影响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各解释变量对于不同减贫效

果的影响,本研究选取0.10、0.25、0.50、0.75、0.90
共5个分位点,分别对于收入与脱贫比例进行分位

数回归,得到如下的分析结果。

对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首先,教育水平

在0.10分位点和0.25分位点处正向显著,但随着

贫困户收入的增加(也即因变量分位数的提升),教
育水平的系数逐渐减小,显著性逐渐降低,在0.50
分位点处系数不再显著,在0.75分位点处系数变为

了负数,这可能与致富带头人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有

关,样本的教育水平均值为11.39年,也即高中教育

水平,在开始经营阶段,教育所带来的信息获取及认

知差异会对农户收入有较好增长,但当收入到达一

定程度后,教育的影响将面临瓶颈,甚至会由于认知

局限,限制进一步增收。其次,本地化程度仅在

0.10分位点处正向显著,之后并不显著,且系数符

号并不稳定,正负皆有。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化程度

较高的致富带头人在产业发展初期能够更好的组织

农户,但后期随着产业的发展和收入的提升,已有的

乡土亲情为纽带维系的生产经营关系逐渐弱化。再

次,电商从业和技能水平系数均不显著,且系数可能

存在负数,这可能是由于电商从业与技能水平更多

集中于致富带头人个体身上,技能及电商技术向贫

困户传授存在一定门槛。最后,党员身份的系数不

显著,但均为正,这也表明了党员的号召力。
对脱贫比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收入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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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贫影响

Table2 Impactofindividualdifferencesofruralentrepreneurialleadersonfarmers’povertyreduction

变量   
Variable   

收入

Income

脱贫比例

Proportionofpovertyall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教育水平

Educationlevel
0.031 0.030 -0.003 0.035

技能水平

Skilllevel
0.216 0.223 0.802*** 0.262

党员身份

Partymembership

0.0492 0.304 0.388 0.357

电商从业

E-commerceprofession
-0.270 0.190 0.233 0.223

本地化程度

Degreeoflocalizatio
0.032 0.261 -0.059 0.307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已控制

Undercontrol

R-squared 0.270 0.151

  注:***、**和*分别表示该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Note:***,**and*indicatethesignificanceatthelevelof1%,5%and10%,respectively.Thesame

below.

致,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定性。首先,技能水平在

0.25和0.50分位点处正向显著,但系数在逐渐减

小,这与技术示范有关,但作用存在边际递减。其

次,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且系数在逐渐减小。
再次,本地化程度的系数基本为负。最后,党员身份

的系数不显著,但均为正。

3.3 引入外部培训的进一步分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教育和技能水平是影响致富

带头人带动农户增收的关键,但由于教育水平的有

限性以及技能水平的传播具有一定的门槛,导致带

动农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技能培训与企业管理培

训作为教育及技能传播的重要补充方式,将对致富

带头人的联农带农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
将技能培训与企业管理培训纳入模型中,同样采用

1~0的赋值方法,分别与教育水平及技能水平交

叉,以验证教育培训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仅展示

0.25、0.50和0.75这3个分位点处的结果,最终得

到如表4的回归结果。

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加入技能培训与管理

培训变量后,交叉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培训体

系尚不健全,尚未表现出对知识和技能传播的有效

促进。非交叉项技能培训对农户增收在0.25和0.
50分位点处显著,这表明对农户的技能培训是有效

的,但与致富带头人联农带农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

步强化。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从致富带头人概念内涵来看,致富带

头人同时具备“农民”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农

民企业家或乡村创业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发展中,其
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乡

村产业。致富带头人具有明显的主动“带富”特征,
通过主动将农户纳入自身经济活动或激发农户内生

积极性来带动农户脱贫致富,是“内源式扶贫”的重

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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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加入外部培训交叉项的模型回归结果

Table4 Resultswithexternaltrainingcross-termswereadded

变量   
Variable   

收入

Income

脱贫比例

Proportionofpovertyalleviation

0.25分位点 0.50分位点 0.75分位点 0.25分位点 0.50分位点 0.75分位点

教育水平

Educationlevel
0.254 0.219** 0.080 0.126 0.063 0.029

教育水平×技能培训

Educationlevel×
Skilltraining

-0.054 -0.049 -0.038 0.003 -0.025 -0.003

教育水平×管理培训

Educationlevel×
Managementtraining

-0.097 -0.022 0.001 -0.142 -0.024 -0.042

技能水平

Skilllevel
0.034 -0.127 0.094 1.139** 0.915** 0.399*

技能水平×技能培训

Skilllevel×Skilltraining

-0.159 -0.590 -0.170 -0.085 0.601 0.055

技能水平×管理培训

Skilllevel×Management
training

1.300 0.914 0.681 -0.649 -0.609 0.124

技能培训

Skilltraining

0.753 0.726** 0.500 0.544 0.668 0.189

管理培训

Managementtraining

0.742 0.388 0.176 1.655 0.235 0.628

电商从业

E-commerceprofession
-0.246 1.692 0.147 1.061 -1.615 -0.171

党员身份

Partymembership

-0.253 -0.034 -0.097 -0.017 0.575* 0.350*

本地化水平

Degreeoflocalization
0.194 0.113 -0.124 -0.145 0.034 -0.100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已控制

Undercontrol

常数项Constantterm -0.335 -0.169 2.870** -1.766 -0.223 2.906***

  从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路径来看,致富带头

人在开发式扶贫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对农户

收入的影响包含了“利己性”与“利他性”的双向特

征,“利己性”表现为以“精英俘获”为特征的资源垄

断与农户挤出,“利他性”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主动

式利他,二是出于乡土情结产生的推动下,三是通过

涓滴效应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表征为非主动性的利

他,致富带头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其他农户具

有一定的经济辐射,表征为中介效应、示范效应和知

识孵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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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减贫效果的关键个体特征来看,主要有

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致
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和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

度4个方面。本研究利用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

型回归,验证了个体特征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教
育水平与技能水平是影响致富带头人联农带农的关

键,但受限于教育水平不高,技能集中于个体身上,
其影响受限。在将技能培训和管理培训纳入模型进

一步分析发现,技能培训显著,但交叉项并不显著,
也即现有的培训尚未与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有效

契合,未能有效解决示范推广和知识孵化中的瓶颈。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有效的结论,但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尽管本研究对致富带头人内涵、带贫减贫

的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受限

于调研样本的有限性,未能将个体特征进一步细化

分析。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细化调研,将经济

学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进行交叉研究,以更好地

促进致富带头人带贫减贫。

4.2 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致富带头人数量。应当着力培养多

种形式的致富带头人,扩大乡村经济精英与社会精

英范围,可积极宣传引导本村外出务工成功人士返

乡创业及参选进入“村两委”。借助“外脑”开发“内
脑”,“外脑与内脑”充分联动。

第二,提高致富带头人带富能力,应当加强致富

带头人系统化的技能培训与管理培训,提升致富带

头人技能水平。可采取邀请上级单位进行系统培

训、组织自行培训、远程教育开展个性化学习、生产

基地进行现场演练等方式,对致富带头人进行全方

位、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致富能人的技术知

识,让其带富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充分发掘致富带头

人的“企业家”的潜能,提高致富带头人的实用性技

术与管理能力。
第三,提升致富带头人带富意愿。通过物质支

持和精神激励等多种方式的激励手段,提高致富带

头人的身份认同,激发致富带头人干事创业热情。
对致富带头人实行目标管理、考评激励机制,开展年

度创业带富评比活动,对评选出来的典型,给予一定

物质奖励、优惠政策,并在资金信贷等方面给予优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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